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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网络视角下武汉市湿地生态格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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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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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湿地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 快速城市化进程导致湿地景观破碎化，威胁湿地生态系统安全。 生态网络通过廊

道连接重要生境斑块，基于生态网络分析城市湿地生态格局，不仅可了解湿地的空间分布情况，还可反映湿地系统的结构与连

通性特征。 以武汉市为研究区，利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ＳＰＡ）方法识别湿地源地，结
合地表景观类型、地形坡度及人类活动强度因素构建综合阻力面，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Ｍｉｎｉｍｕｍ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ＣＲ）提取生态廊道构建湿地生态网络，最后对网络进行重要性分级。 分析网络的结构及区域特征，结果表明：武汉市湿地规

模较大，但破碎化严重且空间分布不均；网络空间结构不完备但景观结构良好，重要廊道多位于城市边缘斑块间且集中分布在

南部地区；各区域湿地格局特征不同，江夏区及汉南区湿地资源丰富且斑块质量高，廊道分布多且景观结构较好但重要性不高，
黄陂区及东西湖区湿地总量少且形态破碎，区内廊道少、重要性低且景观结构有待改善，新洲区湿地规模小，廊道分布较少且景

观结构不完善，但湿地及廊道重要性均较高。 研究结果将为武汉市湿地保护与建设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城市湿地；生态网络；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ＭＳＰＡ）；最小累积阻力模型（ＭＣ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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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湿地具有为物种提供栖息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１］。
然而快速城市化进程下，持续扩张的建设用地不断蚕食湿地斑块，导致湿地景观破碎化严重、连通性降低，严
重威胁着城市湿地生态安全［２⁃３］。 了解城市湿地生态格局特征，有助于采取相应保护措施，缓解城市发展与

湿地保护间的矛盾。 景观格局分析相关研究常应用景观指数反映景观在结构组成与空间配置方面的特

征［４⁃６］，但通常未考虑斑块间的物种迁移扩散与基因交流等生态过程，无法反映景观功能连通性特征。 生态

网络通过廊道连接重要生境斑块，为物种提供迁移扩散通道，形成完整的栖息地网络，可反映破碎化生境的连

通性水平［７⁃８］。 目前已有学者在生态网络视角下开展生境质量评价、生态红线划定等相关研究。 例如，何建

华等［９］基于生态网络视角，利用网络连通性指数定量分析鄂州市土地利用变化对鸟类栖息地生境质量的影

响；傅强和顾朝林［１０］通过对生态网络结构要素进行分级，结合新增建设用地情况，构建维护自然生态过程、弹
性应对人工活动的青岛市生态安全格局；王成新等［１１］考虑景观连通性，通过构建生态网络识别生态红线区斑

块，并增设廊道及踏脚石，优化青岛市生态保护红线。 因此，基于生态网络分析城市湿地生态格局，有助于了

解湿地系统的结构特征与连通性水平，从而保障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完整和功能健康。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众多模型与方法用于构建生态网络［１２⁃１３］。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ＣＲ）可反映景观格局对生态过程的影响，且具有数据需求低、结果可视化

等优势，因此广泛应用于网络构建相关研究［１４⁃１５］。 采用 ＭＣＲ 模型构建生态网络的基本模式为“源地识别—
阻力面构建—廊道提取” ［１６］。 合理识别生态源地是生态网络构建的基础和关键。 目前很多研究以斑块的面

积［１７］、生境质量［１８］、生态服务价值［１９］等因素作为源地识别依据，却忽略了源地对维持景观连通性的重要意

义。 近年来，逐渐有学者将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ＳＰＡ）方法应用到源

地识别中［２０⁃２２］。 ＭＳＰＡ 强调结构性连接，可从形态学角度识别出对景观连通具有重要作用的区域作为生态源

地［２３⁃２４］，以提高网络构建过程的科学性。
武汉市河流水系发育、湖泊星罗棋布，但城市的快速发展致使其湿地空间被严重挤占，景观连通性降低，

生态服务功能下降，城市湿地生态安全面临严峻威胁。 武汉市于 ２０１５ 年启动《武汉市水生态文明建设规划》
编制工作，根据规划设想，到 ２０２０ 年全市将初步形成“江湖连通”的生态水网。 然而，目前关于武汉市湿地格

局分析的研究较少，且均从景观指数角度入手［２５⁃２６］。 本文以武汉市为研究区，通过生态网络分析其湿地生态

格局。 利用 ＭＳＰＡ 方法识别湿地源地，考虑地表景观类型、地形坡度及人类活动强度三个因素构建综合阻力

面，基于 ＭＣＲ 模型提取生态廊道构建湿地生态网络，并对网络进行重要性分级。 分析网络结构及区域特征，
旨在了解武汉市湿地生态格局，为湿地保护与建设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保障城市湿地生态安全。

１　 研究区域概况

武汉市位于湖北省东部（１１３°４１′Ｅ—１１５°０５′Ｅ，２９°５８Ｎ′—３１°２２′Ｎ），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江汉平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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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江与汉江交汇处，下辖 １３ 个市辖区，全域面积 ８５６９ ｋｍ２。 具有中间低平、南北低山丘陵环抱的地貌特

征，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全年雨热充沛。 武汉市湿地资源丰富，位居全球内陆城市前三位，全市湖泊共计

１６０ 个以上，具有江河纵横、湖港交织的独特景观。 武汉市作为湖北省省会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心之一，不仅

是湖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部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全国重要交通枢纽。 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

促进了武汉市的高速发展，根据武汉市中心体系结构专题研究，武汉市城市中心体系将包含 １ 个一级中心和

９ 个二级中心（图 １）。 城市的快速发展在为武汉市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城市建设的空间压力也导致湿

地景观被不断侵占，全市湖泊面积及质量均有所衰退，湿地景观破碎化严重，湿地生态系统面临着极大威胁。
因此，了解武汉市湿地生态格局特征，是采取合理措施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安全的基础和关键。

图 １　 武汉市地理位置及土地利用分布（２０１５ 年）

Ｆｉｇ．１　 Ｗｕｈａｎ′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２０１５）

２　 数据与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数据及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包括 ２０１５ 年武汉市土地利用数据、坡度数据、路网数据、社会经济数据及物种相关信息。
其中土地利用数据由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提供［２７］，坡度则根据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提供的 ＤＥＭ 数据计算得到，二者分辨率均为 ３０ ｍ；路网数据源自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ｏｒｇ），本文主要提取武汉市铁路、高速路、国道及省道四类道路信息；社会经济数据包括来

源于《武汉市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的 ２０１５ 年武汉市各区人口数据，以及从武汉市中心体系结构专题研究

（ｈｔｔｐ： ／ ／ ｇｔｇｈｊ．ｗｕｈａｎ．ｇｏｖ．ｃｎ）获取的武汉市中心体系。 为使所构建的网络具有实际意义，应考虑具体物种的生

境适宜性及扩散能力，本文根据武汉市重要湿地物种资源，选取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水獭作为代表种构建湿地

生态网络，由水獭的食性及体重计算可得其最大扩散距离为 ７０ ｋｍ［２８］，其适宜栖息地主要为平原地区的水域

及沼泽地带，物种相关信息均源自《ＩＵＣＮ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ｕｃｎｒｅｄｌｉｓｔ．ｏｒｇ） ［２９］。
２．２　 湿地生态源地识别

ＭＳＰＡ 是 Ｖｏｇｔ 等学者基于数学形态学原理提出的一种制图算法，该方法利用腐蚀、膨胀、开闭运算等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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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从空间形态与结构连通角度对栅格图像像元进行分类［２１］。 根据研究目的将研究区景观重分类为前景与后

景，利用 ＭＳＰＡ 方法可将前景分割为 ７ 种互不包含的具有不同功能及生态学含义的景观类型（表 １）。 景观连

通性是区域生态过程联系程度的衡量指标，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意义［３］。 目前已有

很多景观连通性指数可用于定量测度区域景观连通性水平，其中可能连通性指数（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Ｃ）由于考虑了物种扩散能力与扩散概率因素，且对景观变化具有较好的响应能力，应用较为广

泛［３０⁃３１］。 公式如下：

ＰＣ ＝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ａｉ ａ ｊ ｐ∗

ｉｊ

Ａ２
Ｌ

（１）

ｄＩ ＝ Ｉ － Ｉ′
Ｉ

× １００ （２）

式中，ｎ 为斑块总数； ａｉ 、 ａ ｊ 为斑块 ｉ、ｊ 的面积；ＡＬ表示景观总面积； ｐ∗
ｉｊ 为物种在斑块 ｉ、ｊ 间扩散的最大概率；

ＰＣ 的值域为［０，１］，景观连通性越高其值越大。 Ｉ 表示某种连通性指数的计算结果，Ｉ′为在景观中除去某要素

后该指数计算的结果，ｄＩ 用于反映所去除要素的重要程度。 指数 ｄＰＣ（可能连通性指数变化量，ｔｈｅ ｄｅｌｔａ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可评价要素对整体景观连通性的重要程度，其值越大说明要素重要

性越高。
源地是物种栖息与扩散的基础，是对维持景观连通性与促进区域生态过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生境斑

块［２０，３２］。 本文以武汉市湿地景观作为前景进行 ＭＳＰＡ 分析，将“核心区”类型作为潜在源地斑块，通过计算连

通性重要指数 ｄＰＣ，评价“核心区”斑块的景观连通性重要程度以识别湿地生态源地，避免因面积因素忽略斑

块的连通性作用。

表 １　 ＭＳＰＡ 的景观类型及生态学含义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ＳＰＡ

景观类型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生态学含义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核心区 Ｃｏｒｅ 前景中不含周长的内部区域，通常为较大的生境斑块，是物种的主要栖息地，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孤岛 Ｉｓｌｅｔ 与其他前景要素不相交的小面积区域，通常为孤立破碎的小型生境斑块，斑块间及与外界的生态过程交流可能
性小

孔隙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 核心区的内部边缘，即大型生境斑块与其内部非生境景观间的过渡区域

边缘 Ｅｄｇｅ 核心区的外部边缘，即大型生境斑块与其外围非生境景观间的过渡地带，具有边缘效益，起到减少外部景观对生
境斑块内部干扰的作用

环道 Ｌｏｏｐ 连接同一核心区内部的廊道，是物种在生境斑块内部迁移扩散的通道

桥接区 Ｂｒｉｄｇｅ 连接不同核心区的廊道，对物种在生境斑块间的迁移扩散具有重要意义

支线 Ｂｒａｎｃｈ 一端与孔隙、边缘、环道或桥接区相连的通道，用于连通核心区与外部景观，实现大型生境斑块内部与外围景观
的物质及能量交流

　 　 ＭＳＰＡ：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３　 阻力面构建

景观阻力用于反映生物在不同空间单元间迁移扩散的难易程度［３３］，而景观阻力面可视为区域生态过程

流与景观格局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空间表达［１３］。 本文考虑地表景观类型、地形坡度及人类活动强度三个因素

构建武汉市综合阻力面。 参考相关研究［３４⁃３６］，结合物种生境适宜性、生境质量及人类干扰程度对研究区各类

景观进行阻力赋值（表 ２）。 景观类型阻力赋值范围为［１，１０００］，其中湿地作为适宜生境类型阻力值最小，林
地、草地次之；耕地受一定程度人类干扰，未利用地生境质量较差，因此二者阻力值相对较高；交通用地及建设

用地作为受人类干扰强烈的人工地表，其阻力值最大。 地形坡度阻力赋值范围为［１，１０００］，根据水獭栖息地

特征，其阻力赋值随坡度等级增大而增大（表 ３）。 城市中心是城市社会经济要素聚集模式的一种空间抽

象［３７］，因此本文通过城市中心结构生成人类活动强度对应的阻力分布。 根据中心地理论，考虑各级城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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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功能及范围差异，基于距离衰减模型，通过到城市中心的距离反映阻力大小的变化，以体现生态过程受人

类活动干扰的情况。 公式如下：

ｒ ＝ ｅ －ｄｍ － １
ｂｉ
·ｄｉ （３）

式中， ｒ 为人类活动阻力； ｄｍ 为空间上一点到城市主中心的距离； ｄｉ 为该点到最近城市次中心 ｉ 的距离； ｂｉ 为

次中心 ｉ 所在泰森多边形内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其中 ｉ 所在泰森多边形内人口根据武汉市各区面积占

比及其 ２０１５ 年人口数据计算得出。
对三个因素进行加权求和构建综合阻力面，其中各因素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 地表景观类型、地形

坡度及人类活动强度对应权重分别为 ０．５５、０．１５、０．３０。

表 ２　 景观类型阻力赋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ｓ

景观类型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亚类
Ｓｕｂｃｌａｓｓ

阻力值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景观类型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亚类
Ｓｕｂｃｌａｓｓ

阻力值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１ 低覆盖度草地 ８０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灌木林 ３０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水田 ５００

有林地 ５０ 旱地 ６００

疏林地 ７０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７００

其他林地 １００ 交通用地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ｌａｎｄ 国道、省道 ８００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高覆盖度草地 １０ 铁路、高速路 ９００

中覆盖度草地 ４０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１０００

表 ３　 地形坡度阻力赋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ｌｏｐｅｓ

坡度类型
Ｓｌｏｐｅ ｔｙｐｅ

坡度范围
Ｓｌｏｐｅ ｒａｎｇｅ

阻力值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坡度类型
Ｓｌｏｐｅ ｔｙｐｅ

坡度范围
Ｓｌｏｐｅ ｒａｎｇｅ

阻力值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平坡 Ｆｌａｔ ｓｌｏｐｅ ＜５° １ 陡坡 Ｓｔｅｅｐ ｓｌｏｐｅ ２５°—３５° ８００

缓坡 Ｒａｍｐ ｓｌｏｐｅ ５°—１５° １００ 急坡 Ｕｒｇｅｎｔ ｓｌｏｐｅ ＞３５° １０００

斜坡 Ｉｎｃｌｉｎｅ ｓｌｏｐｅ １５°—２５° ３００

２．４　 生态网络构建

ＭＣＲ 模型通过计算物种在景观阻力面上从源点到目标所需克服的最小累积阻力，获取二者间的最低成

本路径，该路径可视为物种在两地间迁移扩散的最优路径［３５］。 公式如下：

ＭＣＲ ＝ ｆｍｉｎ∑
ｉ ＝ ｍ

ｊ ＝ ｎ
（Ｄｉｊ × Ｒ ｉ） （４）

式中，ＭＣＲ 为最小累积阻力值；ｆ 是未知的正函数，反映空间中一点的最小累积阻力值与该点到所有源地的距

离及景观基面特征的正相关关系； Ｄｉｊ 表示景观基面上物种从源地 ｊ 到空间单元 ｉ 的距离； Ｒ ｉ 表示景观基面上

空间单元 ｉ 对物种扩散所造成的阻力［３８］。
廊道是连接源地斑块的带状区域，起到为生物迁移扩散提供通道、提高区域景观连通性的重要作用，是构

成生态网络的基础骨架。 基于源地及综合阻力面，本文利用 ＭＣＲ 模型识别源地间最小成本路径作为生态廊

道，构建湿地生态网络。 网络结构指数用于定量评价网络的闭合程度、结构连通性及复杂程度，常用指数包括

网络闭合度（α 指数）、线点率（β 指数）、网络连接度（γ 指数），公式如下［３９］：

α ＝ Ｌ － ｖ ＋ １
２ｖ － ５

（５）

β ＝ Ｌ
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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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 Ｌ
３（ｖ － ２）

（７）

式中，Ｌ 为网络中廊道数目；ｖ 为节点数目。 α 指数值域为［０，１］，反映网络中环路出现的程度；β 指数值域为

［０，３］，通过各节点的平均连线数反映网络的通达程度；γ 指数值域为［０，１］，用于反映网络中节点的连通程

度。 各指数值越大说明网络结构越完善、连通水平越高［８］。

图 ２　 基于 ＭＳＰＡ 的湿地景观类型

Ｆｉｇ．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ＳＰＡ

３　 结果及分析

３．１　 基于 ＭＳＰＡ 的湿地景观分析

以武汉市湿地景观为前景进行 ＭＳＰＡ 分析（图 ２），
统计结果中各景观类型的面积与比例（表 ４）。 结合图

２ 与表 ４ 可知，武汉市湿地景观总体规模较大，达全市

面积 ２０％以上，其中大型湿地斑块数量较多，且广泛分

布于武汉市中部及南部地区，但在北部和东北角分布相

对较少。 湿地景观中，核心区类型所占比例最大，高达

６６．３３％，其次为边缘及支线类型，而孤岛和孔隙类型所

占比例均较小，说明武汉市湿地景观构成以大型斑块为

主，且湿地斑块具有边缘复杂、形态破碎的特征，同时大

型斑块外围多有支线分布，说明其易与外围景观形成物

质能量交流而受到干扰。 桥接区和环道类型所占比例

较小，说明武汉市湿地斑块间及斑块内部的连通性较

低，物种的迁移扩散及基因交流有限，不利于生物多样

性保护。

表 ４　 ＭＳＰＡ 景观类型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ＳＰＡ

景观类型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占湿地景观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 ％
占总体景观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 ％

核心区 Ｃｏｒｅ １２４３．６３ ６６．３３ １４．５０

孤岛 Ｉｓｌｅｔ ４０．８７ ２．１８ ０．４８

孔隙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 ８．２５ ０．４４ ０．１０

边缘 Ｅｄｇｅ ４３０．２９ ２２．９５ ５．０２

环道 Ｌｏｏｐ ２．８１ ０．１５ ０．０３

桥接区 Ｂｒｉｄｇｅ ２９．８１ １．５９ ０．３５

支线 Ｂｒａｎｃｈ １１９．２５ ６．３６ １．３９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８７４．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８６

对所有核心区斑块按照面积大小进行降序编号，将其作为潜在生态源地计算各斑块的连通性重要程度并

对其进行排序（表 ５），最后选取 ｄＰＣ＞３ 的 １４ 个湿地斑块作为生态源地（图 ３）。 根据表 ５ 可得，武汉市湿地生

态源地总面积为 ９０１．６１ ｋｍ２，占全市湿地面积的 ４８．１３％，总体规模较大。 由图 ３ 可见，湿地源地在武汉市南

部地区分布较多，在北部及东北角分布较少，主要包括长江、梁子湖、涨渡湖、沉湖、斧头湖、武湖等大型河流湖

泊斑块。 此外，对比湿地斑块的连通性重要程度与其面积大小可知，二者并不具有正相关关系，如斑块 ３１ 与

８０ 虽面积相对较小，但具有较高的连通性作用。 因此，基于 ＭＳＰＡ 方法与连通重要性指数识别源地，可有效

避免忽略小面积斑块的连通性作用，有助于保障湿地景观连通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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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湿地生态源地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３．２　 生态网络结构特征分析

考虑地表景观类型、地形坡度及人类活动强度因素

构建武汉市综合阻力面（图 ４、５）。 根据图 ４ 可知，地表

景观类型阻力面中，阻力高值集中在城市中部建设用地

区域，阻力低值区域主要为湖泊河流及林地类型；地形

坡度阻力面中，高值区域主要为城市北部和东北角山地

地区，以及中部和西南地区丘陵地带；人类活动强度阻

力面中，阻力值呈现由城市中心向城市边缘递减的分布

特征。 由图 ５ 可知，综合以上三个因素构建武汉市综合

阻力面，既保留了城市景观格局特征对阻力分布的影

响，同时还体现了人类活动强度变化造成的阻力差异，
可有效反映生态过程流的受阻情况。

基于源地与阻力面，利用 ＭＣＲ 模型提取生态廊道

共 ９１ 条，构建武汉市湿地生态网络（图 ６）。 由图 ６ 可

以看出，武汉市湿地生态网络空间分布不均，长江以北

地区源地较为分散，廊道连接单一，易因外界干扰发生

断裂而降低网络连通性；长江以南地区源地分布相对集

中，廊道交错形成了复杂的网状连接。 说明武汉市长江

以南地区湿地景观的功能连通性较好，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

表 ５　 核心区景观连通性重要程度排序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ａｒｅ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排序
Ｒａｎｋ

斑块编号
Ｐａｔ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ｄＰＣ

斑块面积

Ｐａｔｃｈ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排序
Ｒａｎｋ

斑块编号
Ｐａｔ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ｄＰＣ

斑块面积

Ｐａｔｃｈ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１ ２ ５１．６４ １７２．９９ ８ ５ ９．５０ ７０．８６
２ １ ２４．１０ １８２．７９ ９ ９ ９．４２ ３９．１０
３ ３ １８．６８ １０８．４８ １０ １１ ５．７４ ２３．３６
４ ４ １３．９９ ７６．９９ １１ １０ ４．６３ ２５．１６
５ ７ １３．５２ ５８．４５ １２ ３１ ３．６８ ５．７２
６ ８ １０．７４ ５１．８１ １３ ８０ ３．１６ ０．９０
７ ６ １０．０５ ６１．８９ １４ １２ ３．１５ ２３．１３

　 　 ｄＰＣ：可能连通性指数变化量 Ｔｈｅ ｄｅｌｔａ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图 ４　 景观类型、地形坡度、人类活动强度阻力面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ｓｌｏｐ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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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武汉市综合阻力面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ｉｎ Ｗｕｈａｎ

图 ６　 武汉市湿地生态网络

Ｆｉｇ．６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Ｗｕｈａｎ

采用基于图论的结构指数评价网络的空间结构完备程度，结果如表 ６ 所示。 α 指数反映网络闭合程度，
其值越高说明网络中形成的闭合环路越多，生物迁移扩散时可选择的路径也越多；β 指数可通过节点的平均

连线数反映网络结构类型，其值小于 １ 表明网络为树状结构，值为 １ 说明网络为单一回路结构，值大于 １ 则表

明网络连接结构复杂；γ 指数反映网络中节点被连接的程度［４０⁃４１］。 据表 ６ 可知，武汉市湿地生态网络中闭合

环路较少，源地间路径可选择性低，因此网络中单个廊道所受干扰可能对整体连通性水平造成较大影响；网络

中各源地连通程度偏低，网络的结构连接水平较为复杂。 结合图 ６ 可知，武汉市湿地源地的不均衡分布导致

长江以北地区源地间路径单一、连接结构简单，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整体网络的结构完备程度。
表 ６　 α、β、γ指数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α，β，γ ｉｎｄｅｘ

指数类型
Ｉｎｄｅｘ ｔｙｐｅ

计算结果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α ０．２５

β １．４６

γ ０．５１

满足生物迁移扩散及多样性保护的条件下，将廊道

宽度设置为 ３０ ｍ［４２］。 武汉市下辖 １３ 个区，其中中心城

区包括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

及洪山区，远城区包括蔡甸区、东西湖区、汉南区、黄陂

区、江夏区及新洲区。 统计不同区域廊道中各类景观所

占比例（表 ７），以及各区土地利用结构与人口密度（图
７），分析其廊道景观结构差异及人类活动影响。 根据

表 ７，全市范围内生态廊道景观构成以湿地为主，占比

达 ７０．８１％，其次为耕地类型，其中水田占比 ７．６０％，旱地占比 ５．０１％。 林地及草地共占近 １０％，而交通用地及

建设用地占比均不足 ４％。 总体上，廊道中湿地、林地、草地三类受人类干扰较少且生境质量较高的景观占比

超过 ８０％，而受人类干扰强烈的交通用地及建设用地占比较小；另外，耕地类型中水田占比较大，考虑到湿地

物种适宜栖息于水域及沼泽地带，因此水田具有一定的生境适宜性。 综上，武汉市生态廊道整体生境适宜性

较高，受人类干扰程度相对较小，具有良好的景观结构，有助于保障生态过程有效流通。 结合图 ７ 对比各区廊

道景观结构特征可知，中心城区、蔡甸区及汉南区廊道的湿地占比较大，景观结构较好；但由于中心城区人口

密度极大，区域内建设用地较多，土地利用强度高，其廊道中建设用地占比较大，可能受人类干扰程度较大。
其他区域廊道中湿地占比均相对较小，尤其东西湖区及新洲区廊道中湿地、林地、草地总占比未超过 ７０％，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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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占比远大于其他区域，分析其原因可能为东西湖区及新洲区的人口密度较大，区域内耕地多而湿地、林
地、草地等生态用地较少，因此其廊道生境质量较低，景观结构有待改善。

表 ７　 各区生态廊道景观结构 ／ ％

Ｔａｂｌｅ ７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景观类型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水田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旱地
Ｄｒｙ ｌａｎｄ

总计
Ｔｏｔａｌ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交通用地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ｌａｎｄ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全市 Ｗｕｈａｎ ７０．８１ ５．８５ ３．８０ ７．６０ ５．０１ １２．６１ ０．０６ ３．３８ ３．４９

中心城区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７５．３１ ３．４８ ４．０４ ５．１９ ２．１７ ７．３６ ０．０７ ３．７４ ６．００

蔡甸区 Ｃａｉｄｉａｎ ８１．２４ ５．４０ ２．３６ ６．１８ １．４２ ７．６０ ０．００ ２．３６ １．０４

东西湖区 Ｄｏｎｇｘｉｈｕ ６２．１３ ０．００ ６．４０ １８．９６ ８．７８ ２７．７４ ０．００ ２．８７ ０．８６

汉南区 Ｈａｎｎａｎ ８４．５７ １．５５ ０．２１ ４．９８ ３．８６ ８．８４ ０．００ ２．５８ ２．２５

黄陂区 Ｈｕａｎｇｐｉ ６９．２２ １．６０ ０．３４ ５．６０ １２．３７ １７．９７ ０．００ ７．８１ ３．０６

江夏区 Ｊｉａｎｇｘｉａ ６１．３６ １０．４２ ５．８８ １０．９２ ５．２２ １６．１４ ０．１５ ２．９９ ３．０６

新洲区 Ｘｉｎｚｈｏｕ ６６．５５ ２．０６ ０．００ ４．６５ ２１．８２ ２６．４７ ０．００ ３．６４ １．２８

图 ７　 各区土地利用结构及人口密度

Ｆｉｇ．７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ｅａｃｈ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３．３　 生态网络分级及区域特征分析

计算网络中廊道的连通性重要指数 ｄＰＣ，评价各廊道对维持武汉市湿地生态网络连通性的作用大小（表
８）。 廊道 ｄＰＣ 值的大小反映该廊道对维持景观连通性水平的重要程度，结合公式（１）可知，连通性指数 ＰＣ
考虑物种在源地间的扩散概率反映生态网络连通性，因此廊道 ｄＰＣ 值越大，说明物种通过该廊道进行迁移扩

散等生态过程的概率越大。 根据表 ８ 可知，源地斑块 １、２ 间廊道的 ｄＰＣ 值最大，斑块 ３１、８０ 间则最小；整体

上，斑块 １—５ 之间廊道 ｄＰＣ 值均较高，而斑块 ３１ 和 ８０ 与其他斑块间廊道的 ｄＰＣ 值则偏低。 结合源地的空

间分布可以发现，斑块 ２ 位于武汉市中央，而斑块 １、３、４、５ 均靠近城市边缘分布，源地 １—５ 间的廊道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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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空间分布较为均衡，可有效连接各区域湿地斑块，因此对维持景观连通性较为重要，物种利用其廊道在

不同区域湿地间扩散的概率也较大；而斑块 ３１、８０ 位于武汉市中部地区，距离周围斑块较近，与其他源地间廊

道的可替代性较强，因此其廊道重要程度较低，物种通过其中单一廊道扩散的概率相对较小。 对网络进行重

要性分级，将 ｄＰＣ＞０．５ 的廊道作为重要廊道，其余廊道作为一般廊道，分级后网络中重要廊道共 １６ 条（图 ８）。
由图 ８ 可知，重要廊道大多存在于靠近城市边缘的湿地斑块间，且主要集中分布于武汉市南部地区，而一般廊

道则多位于城市中部的源地斑块间。 说明城市边缘湿地斑块间的相互作用对维持系统整体功能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对其进行重点保护与建设，有助于保障景观连通性水平，提高湿地保护效率。

表 ８　 廊道重要性指数（ｄＰＣ）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８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ＰＣ

斑块编号
Ｐａｔ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３１ ８０

１ ２．３１１ １．４４９ １．０２８ ０．９４７ ０．８２７ ０．７８１ ０．６９２ ０．５２２ ０．３３６ ０．３１２ ０．３０９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２
２ １．３７１ ０．９７３ ０．８９６ ０．７８２ ０．７３９ ０．６５５ ０．４９４ ０．３１８ ０．２９５ ０．２９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１１
３ ０．６１０ ０．５６２ ０．４９１ ０．４６３ ０．４１１ ０．３１０ ０．１９９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３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７
４ ０．３９９ ０．３４８ ０．３２９ ０．２９１ ０．２２０ ０．１４２ ０．１３１ ０．１３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５
５ ０．３２０ ０．３０３ ０．２６８ ０．２０２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１ ０．１２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５
６ ０．２６４ ０．２３４ ０．１７７ ０．１１４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４
７ ０．２２１ ０．１６７ ０．１０７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４
８ ０．１４８ ０．０９５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３
９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３
１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１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３１ ０．００１
８０

图 ８　 武汉市湿地生态网络重要性分级

　 Ｆｉｇ．８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Ｗｕｈａｎ

对湿地生态网络在武汉市不同区域内的分布情况

进行统计（表 ９），分析各区域湿地景观特征及差异。 由

表 ９ 可知，汉南区湿地密度最大，黄陂区和新洲区湿地

密度最小；江夏区、汉南区及新洲区有较多源地分布，其
湿地斑块质量较高，东西湖区则少有源地存在；廊道密

度最大的为中心城区和汉南区，黄陂区、新洲区及东西

湖区廊道密度均较小；新洲区内廊道虽少但重要性较

高，汉南区廊道较多但重要性有限，而东西湖区则无重

要廊道分布。 整体上看，位于武汉市北部的黄陂区湿地

资源较少，西部东西湖区湿地斑块破碎，二者区内廊道

分布均较少且重要性较低，说明其区内湿地连通性较

低，且难以与其他地区湿地间形成有效连接，不利于整

体湿地系统的功能连通；南部江夏区及汉南区拥有丰富

的湿地资源，且斑块质量较高，对维持景观连通性具有

重要意义，区内廊道较多但重要性不高，表明斑块间存

在较多的作用流，但未能对湿地系统的功能连通起到关

键作用；而东北部新洲区内分布的湿地及廊道少但重要

性较高，对维持湿地景观连通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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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湿地生态网络分区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区域
Ｒｅｇｉｏｎ

湿地占区域总面积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 ％

源地占区域湿地面积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 ％

廊道密度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 ｋｍ－１

重要廊道占区域廊道长度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 ％

中心城区 ２６．５８ ３７．８８ ０．７２ １０．２８

蔡甸区 ２８．４６ ３６．４２ ０．２８ １１．８３

东西湖区 ２６．７９ １３．７６ ０．０６ ０．００

汉南区 ３３．４８ ５５．３６ ０．６９ ３．９０

黄陂区 １１．６７ ３６．９１ ０．０３ １５．７２

江夏区 ２６．５９ ７０．２８ ０．３４ ２５．２２

新洲区 １９．１０ ５１．９９ ０．０４ ５２．１４

４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生态网络视角分析武汉市湿地生态格局特征。 根据 ＭＳＰＡ 方法识别湿地源地，分析湿地景观特

征及斑块质量；利用结构指数分析湿地网络的空间结构完备性，通过连通性指数反映湿地廊道重要程度；统计

不同区域的廊道景观结构及网络分布情况，分析其湿地格局特征及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
（１）武汉市湿地总体规模较大，景观构成以大型斑块为主，但其空间分布不均衡，城市中部及南部湿地资

源丰富，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湿地分布较少，且湿地破碎化严重，景观连通性较低。
（２）武汉市湿地生态网络存在闭合环路较少、连通程度偏低、连接水平不均衡问题，网络空间结构有待完

善；其廊道以湿地景观为主，生境适宜性较高，具有良好的景观结构。 重要廊道多分布于城市边缘斑块间，且
集中分布于武汉市南部地区。

（３）不同区域的湿地格局差异较大。 江夏区及汉南区湿地资源丰富，斑块质量较高，廊道分布较多且景

观结构较好，但对整体景观连通性的重要程度相对较低；黄陂区及东西湖区湿地总量少且形态破碎，区域内廊

道分布少、重要性低，廊道景观结构也有待改善；新洲区湿地规模小，廊道分布较少且景观结构不完善，但湿地

及廊道均具有较高重要性。
结合区域土地利用情况，分析当前武汉市湿地生态格局特征。 可以发现，北部、东北部及西部地区耕地规

模较大，其人类活动造成的干扰可能使区域湿地总量减少且形态破碎，导致武汉市湿地的不均衡布局，进而制

约了网络空间结构的完备程度。 因此，在今后的湿地保护与建设工作中，应加大对城市北部、东北部及西部地

区的湿地保护力度，缓解其破碎化程度，同时加强湿地建设，适当增加斑块数量，提升湿地生态格局空间均衡

性及结构完备性。 同时，在生态水网的构建过程中，需加强对城市边缘斑块间生态廊道的保护，并改善西部及

东北部地区廊道的景观结构，避免廊道受到人类活动过多干扰，以保障生态过程有效流通，保护生物多样性及

湿地生态安全。
在基于网络视角分析湿地生态格局时，由于生态网络结构受物种生境适宜性及扩散能力影响，需针对区

域代表种构建网络。 本文选取水獭作为武汉市湿地代表种，但仅针对单一物种构建网络，无法反映对扩散能

力不同的物种而言城市湿地生态格局差异。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针对一系列具有不同等级扩散能力的

代表物种构建生态网络，分析湿地生态格局相应特征及其差异，以便采取针对性措施建设城市湿地系统，提高

湿地生态保护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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